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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场内外：新见《申报》所载 

扬州评话相关史料考释 

王丹 许建中
1
 

【摘 要】新发现《申报》所载扬州评话相关史料十六则，均不见于相关研究论著。胡延龄《扬州评话小史》

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关于扬州评话发展史的学术文章；老舒《记扬州评话家康、王》一文记栽了康又华、王少堂等名

家在沪上书场的说书时况，并进一步提出了扬州评话“追古励今、雅俗共赏”的重要艺术准则。同时，《申报》中

有十四则关于扬州评话在上海各电台和书场的演播说书史料，关涉到张少夫、郎照明、王少堂等艺术家的相关曲目，

这标志着百余年来扬州评话作为一门以书场为中心的讲演艺术，首次迈出书场之外，以“无线传输”的时兴方式进

行演播,极大地拓展了其传播和普及程度。通过这些史料考梳，可以进一步丰富我们对扬州评话历史起源与发展的

认识与研究。 

【关键词】扬州评话 书场 无线传输 

《申报》作为晚清民国时期海内第一大报，虽立足上海，影响力却辐射全国,登载信息也无所不涉,品类繁多,至今仍具有新

闻史、社会史、艺术史等多重价值。以扬州评话为中心考察发现，《申报》登载了相关史料十六则，分别关涉到扬州评话艺术小

史、扬州评话在沪上书场演出告白、扬州评话艺术家传记、扬州评话在“上海无线电台”录播剧目等诸方面，也涉及晚清民国

时业已成名的张少夫、郎照明、王少堂等扬州评话艺术名家在沪上的演播情况。从时间上看，《申报》所载扬州评话史料起于民

国十四年(1925),结束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跨度二十三年。这些史料记录反映了扬州评话在上海书场内外的演播发展实况,是

研究扬州评话在民国时期发展演进的重要史料,具有重要的价值。目前，这些材料尚未被相关研究者注意,亦未曾有论著提及。

因之，本文将《申报》所载十六则史料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整理汇录，并结合扬州评话发展情况，将其列类考释介绍，与诸家探

讨。 

一、艺术源流:新发现的扬州评话艺术小史 

《申报》登载最早的一则关于扬州评话的材料是胡延龄的《扬州评话小史》，载于《申报》1925 年 5 月 17日第 7 版。这也

是迄今为止最早、最全、最详细的关于扬州评话艺术发展简况的学术札记，具有极高学术价值。本文不避烦琐，将这则新近发

现的材料择要誉录如下： 

江苏评话，夙分两派：一为苏派，一为扬派。苏派事迹，时见于杂志报章，兹将扬派之源流变迁，及其盛衰得失之迹略叙

于左。 

扬派评话远祖，实数汪中。中字容甫，清高宗时人也，善文章，及弱冠，声誉即满大江南北，与阮元、焦里堂称“广陵三

才子”，后阮以翰苑起家，位列卿贰，焦以经学噪京华，而中则屡困场屋，落拓不堪。每当春秋佳日，辄在茶坊酒肆演讲古今

轶闻以自遣。辞令绝妙,谈笑风生，四座倾倒，人多目为柳敬亭再生焉。其弟子悍敬、马暄，能传其衣钵。敬讲《别姬》《乌江》

二节，声调苍凉，闻者泪下；而《逼宫》《献地图》《哭祖庙》，其口吻身段，亦皆自成家数。样、马在当时实足与汪中鼎足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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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中逝世后，敬、暄亦俱老。敬弟子彭尤，初讲《赵氏孤儿》《望夷宫》《杀吕伯奢》等，名不甚著，后乃自排脚本说《红楼

梦》,在扬州校场安乐茶馆，复说《刘老老（姥）入大观园》等，座客达千人，多士绅显宦，无不为之捧腹，得赠金甚镇。此为

扬派卖艺之始。初汪中、悍敬、马暄等说书，皆不受人钱，且所说概系历史故事，意在借酒消愁,讽刺公卿大夫，在评话界中可

称名士派。及彭尤而拜金之风大盛，传徒非贽金不纳，献技非代价不往,评话遂成为一种职业，与江湖卖艺者流，同列一科。而

所演脚本，亦愈趋愈下，座客亦杂娼优、厮养与皂隶于一堂矣。 

彭尤传弟子极多，在脚本上共分五派：一为历史小说派,所说为《列国》《三国》《西汉》《岳传》等；一为家庭小说派,所说

为《红楼》《天雨花》《再生缘》等；一为侦探小说派，所说为《包公案》《彭公案》《施公案》等；一为侠义小说派,所说为《水

浒 X儿女英雄传》《七侠五义》等；一为神怪小说派，所说为《西游》《封神》《白蛇传》等。尤弟子各擅一派，已属难能，而尤

则无一不精,其天才在评话界中可称国士无双。扬人至今犹尊之为说书大王焉。 

先是汪中及其弟子悻、马，均以演讲脚本中最热闹或最能感人之一节为能事，彭尤则长篇演讲，如《三国演义》必自《曹

操献刀》说起，至《哭祖庙》止;《红楼梦》必自《黛玉探亲》说起，至《宝玉哭灵》止;《彭公案》必自《三盗九龙杯》说起，

至捉到九花娘止;《水浒》必自拳打郑屠起，至收玉麒麟卢俊义止。…… 

洪杨乱后，尤弟子多物故，扬派评话稍衰。同治年间，金国灿崛起，说跳打《水浒》，技术惊人，状武松当年之玉环步、鸳

鸯脚，惟妙惟肖。李国恢与金同学讲《水浒》于石安国，后见己艺不能出金上，乃改攻《三国》，博览群书，侧重考据，士林中

人多趋之，与国恢名俱大噪。又有龚云甫者，善说《清风闸》，状皮凤山之为人，诙谐百出，座客入场，自始至终，笑声不绝。

之三人者，为扬派评话中兴之健将。所可惜者，金之《水浒》、龚之《清风闸》竟与彭尤之《红楼梦》同悼失传，而李之《三国》

遂独步于评话界。然李所传弟子虽多，而著名者,祇大弟子康国华。康于数年前已归道山，李派说三国者，近祇吴国良一人，如

硕果仅存国良。而外又有姚国庠、薛宝珍，但此道中人多皆姚薛为野狐禅，不足道也。 

跳打《水浒》已作广陵散，曹玉凤遂重排脚本，注重插科打洋，颇能使座客哄堂。再传至王玉堂，技平庸，仅能假借曹氏

声誉糊口四方。玉堂传子少堂，居然青出于蓝，尤以武松十回，能追踪玉凤，犹存曹氏当年遗风。与少堂齐名者，又有马汉章，

其余便不足观矣。 

《清风闸》自龚死后，奋起者为张捷三，并无师传而能得龙之神髓，且善说笑话，未讲正书前，例讲笑话三则，措辞敏妙，

使人绝倒。张后无继起者，厥后之诸子芳、子芝兄弟，方之前辈，相去远矣。 

此洪杨乱后之三大派。此外复有两派：一为西汉派，一为大清传派。西汉派创自刘椿山。椿山本世家子，年十六入泮，十

八下南闱，遂领乡荐，翌年公车北上会试，南宫落第而归，羞愤不已，因得疯癫症，晚年忽愈，家人恐其外出肇祸，仍禁之斗

室中。椿山因生平酷喜读史，肇《汉书》，遂排《西汉演义》脚本，教其子春霖，朝夕演讲以自遣。未几椿山病故，家中落，春

霖遂卖艺糊口，其名大震。传徒方公望、胡芳云，若现在犹存之。刘松山、戴善章，其传三传之弟子也。大清传派包括《彭公

案》《施公案》《万年青》三书，蔡宗樊独得此中神秘。蔡死，其徒仅各能说一部，如现说《彭公案》之李国贤，说《施公案》

之王建章，说《万年青》之殷萍卿，皆其数传后弟子也。 

西汉、大清传两派而外，又有说《绿牡丹》之郎照明，说《八窍珠》之朱德春，亦负时誉。……光复后，扬派新添脚本甚

多。如《西厢记》《荡寇志》《儒林外史》《镜花缘》《绿野仙踪》《济公活佛》等，均会蜚声一时，然不久便无人过问。最近，邢

江人士倾倒已故名小说家李涵秋不已，评话界因将《广陵潮》《战地莺花录》《好青年》《魅镜》《活现形》《镜中人影》等，排成

脚本，登场演讲，于是人山人海，又趋之如鹫矣。扬派评话遂又有新派旧派之分，现方竞争不已也。 

新派中之负盛名者，为薛之铸。薛本书生，曾受师范教育，李氏说部之脚本，多出其手，颇有新思想，对于现代社会，处

处痛下针破，因此青年学子，多喜就之，又善诙谐，一登演台，清辩滔滔，层出不竭，使人忘倦。薛弟子孙少兰，则以善骂著



 

 3 

名，其优点在能将现代社会罪恶，曲曲描摹而出，亦不可多得之人才也。近日薛、孙二人，拟设评话学校，灌输其业弟子，以

常识以提高评话业在社会上之位置。此种办法果见实行，则扬派当有相当之进步矣。 

旧派中，人知株守成规之无益，亦思努力改良，现已于未讲正书前，先演国耻小史一节。马赤忱最著名，余尝听其说鸦片

之战至沉痛处，马固声调悲凉，而座客亦簌簌泪下。尤可贵者，马又能将国耻事实，编成小曲使座客相和而歌，感人尤深，诚

杰出之人才也。[1] 

扬州评话作为平民口述文学样式，“口耳相传”“述而不作”乃其特点，自古无文字史。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在政

府和学人的推动下，开始编纂《扬州曲艺志》(1993)》《中国曲艺志•江苏卷》(1996)等曲艺书目，扬州评话才有了较为详尽的

文字史。胡延龄这则《扬州评话小史》不仅是最早、最详细的扬州评话文字史而且对扬州评话的整理研究亦有导夫先路的意义。

目前学界认识和评述此一阶段扬州评话发展时,大都依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董伟业《扬州竹枝词》、林苏门刊刻《邢江三百吟》

等地方志书、唱词俗录中的相关记载,吉光片羽,远不及胡延龄这则史料详尽清晰。 

此则材料记录了扬州评话自清高宗乾隆至民国初年百余年的发展史况，源流分明、脉络清晰、记录详细。概括言之，胡氏

这则材料将扬州评话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各具特点： 

一、清乾嘉时期,扬州评话即非常注重脚本的创作和演绎,尤其是自彭尤始，其脚本逐渐增多,概可分为五派:历史小说派、

家庭小说派、侦探小说派、侠义小说派、神怪小说派。这种划分，比目前将清中叶以来扬州评话笼统分为“市井小说”“武侠

小说”“名著新编”[2]的三分法，更为细致、合理。尤应注意的是,鼎盛时期的扬州评话，其演绎场所“东至通州、南至镇江、

西至南京、北至清江,与苏派评话分庭抗礼”[3]2，其演绎地域沿运河两岸散开,漫延于江苏中、北部诸地，其广泛程度远非扬州

地方性评话艺术所能拘囿，可算是清中叶影响较大的地方性评话之一。 

二、扬州评话受“洪杨之乱”（即“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影响颇深，曾人才凋零、一蹶不振。同治年间，在“西汉派”

刘椿山、“大清传派”蔡宗樊等艺术家的引领下才逐渐兴盛。两派各擅胜场,“西汉派”以《西汉演义》等讲史演义类脚本为主，

“大清传派”以《彭公案》《施公案》《万年青》等清代小说类脚本为主,均风闻一时。此一时期可算作扬州评话的中兴阶段。 

三、民国初期，扬州评话分作新 I日两派。尤其是新派书家，结合时局和大众需求，以扬州作家李涵秋的小说为底本,新排

了《广陵潮》《战地莺花录》《好青年》《魅镜》《活现形》《镜中人影》等，观者“人山人海,又趋之如鹫”，重现昔日光彩。这

些结合时政编排的扬州评话脚本，一如胡延龄所说，“能将现代社会罪恶,曲曲描摹而出”，具有强烈的讽喻现实意味。同时，

民国初年，“薛、孙二人，拟设评话学校，灌输其业弟子，以常识以提高评话业在社会上之位置”，也反映了扬州评话艺术家

们创办评话学校、提高评话业界地位等带有锐意改良性质的积极举动。 

与众家叙述中扬州评话源于柳敬亭不同,胡延龄认为扬州评话远祖实乃清中叶著名的文史学家、“扬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的汪中（字容甫,1744-1794）。汪中性情放达,揆览经史,其人才情天纵,时人有“无书不读是汪中”之说。汪中才情虽高，但仕

途却颇多坎坷，及至乾隆三十三年（1768）,乡试落第,遂不复应试，专心治学。由于早期扬州评话“口耳相传”，相关文字材

料极度缺乏，汪中说书一事，现无文字材料可证，但这则材料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值得进一步研究。事实上，汪中弃科

举后举业经史，闲暇之余,“每当春秋佳日，辄在茶坊酒肆演讲古今轶闻以自遣”，也完全符合情理。其弟子炸敬（字子居，

1757—1817）乃“阳湖文派”创始人之一，胡延龄所云“敬讲《别姬》《乌江》二节,声调苍凉，闻者泪下”，查其所著《西楚

都彭城论》《三代因革论》等文，均有相当篇幅关涉到西楚霸王项羽事迹，其文旨也表露出对项羽这一英雄人物的仰慕与悲悯。

由他亲自讲述《别姬》《乌江》二节,也似合乎情理。故胡延龄所著此文,属文人撰写的扬州评话史,虽相关记载作者已然无法一

一考证，但其所云必有本，所言必有据，因而亦有较高的可信度。 

                                                        
2[1][3]胡延龄：《扬州评话小史》,《申报》1925年 5月 17日第 7版。 

[2]董国炎:《扬州评话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版，第 69-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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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作者胡延龄，生卒年不详，字松庐,号松溪居士，浙江余杭（今杭州）人。其父“为某省县宦，后以事去职，拥资颇巨”[1]。

胡父早故,胡因交友不慎，以致家道中落，后在朋友帮助下,以演戏、撰稿为生。胡于传统曲艺书画建筑诸类均有钻研,《申报》

曾连载其所撰《中国图画史述略》《中国雕刻史》《国画源流考》等札记。这类具有学术启蒙性质的文章,具有相当高的水准,对

相关行业均具有较大参考价值。以其撰写的这则《扬州评话小史》来看，详尽地叙述了扬州评话自清人汪中创立以来的发展小

史，叙述到扬州评话派系、流传，评话脚本的演变，评话的没落和中兴,评话在民国时的发展简况等诸方面,为研究扬州评话早

期的生成、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新材料。其艺术史论与评话阶段性划分,也极具学术启示和参考价值，可与张岱、钱谦益、

吴伟业、黄宗羲等人关于柳敬亭说书，李斗关于叶英、浦琳等人说书的文献记载互为补充，进一步丰富我们对扬州评话历史起

源与发展的认识与研究。 

二、无线传输:扬州评话的沪上演播 

一直以来,扬州评话的主要演讲场所是书场瓦舍、堂会宴席之间。如《扬州画舫录》卷九:“大东门书场在董子祠坡儿下厕

房旁。四面团座，中设书台，门悬书招。上三字横写，为评话人姓名;下四字直写，曰开讲书词。屋主与评话以单双日相替敛钱，

钱至一千者为名工，各门街巷皆有之。”[2]3又如嘉庆十三年（1808）林苏门的《邗江三百吟》，其《书场》载扬州评话讲演场所

云： 

无论大小人家，凡遇喜庆事及设席宴客，必择著名评词、弦词者，叫来伺候一日，劳以三五钱，一二两不等。此则租赁几

间闲屋，邀请一二名工，内坐方桌架高之上，如戏台然，唱说不拘。[1] 

由此可知,传统扬州评话的讲演场所大都条件简陋，多为临时厝居或搭建的场所，几无陈设，讲书人的生存条件、收入可想

而知。除去二三名家,扬州评话以及依赖这门行当存活的艺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江湖卖艺者流,同列一科”，并未获得

应有的地位和尊荣。直到民国时期,扬州评话艺术家们受邀去沪上讲演录播剧目，传统书场的讲演方式才发生了首次转变。 

民国十三年(1934),张少夫、郎照明、王少堂等名家受“上海无线电台”之邀请，赴沪上录制演播相关节目。这标志着百年

来扬州评话作为一门以书场为中心的讲演艺术,首次迈出书场之外，以“无线传输”这种颇为时兴的方式进入了听众的耳朵，极

大地扩展了传播范围。听众只需在规定时间将收音机调至相关频率，即可完整收听到评话节目，“音声极真，宛如眼前”[2]，迅

捷方便。沪上电台录播扬州评话节目这一持续近两年的艺术盛举，对扬州评话的传播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申报》保留了十三

则相关演播史料，我们可以借此还原扬州评话当时在沪上无线电台的录播时况。 

《申报》所载扬州评话在沪上演播剧目十三则告白，涉及张少夫、郎照明、王少堂等诸名家，包括《飞龙传》《宏碧缘》《水

浒》《三国》等脍炙人口的演播剧目。最早记载的是 1934年 10月 3日沪上“上海无线电每日节目”的告白，播放的是张少夫、

郎照明先生的扬州评话剧目： 

九时至九时半 新闻唱片 

九时三刻至十时半 张少夫扬州评话《飞龙传》 

十时半至十一时一刻 姚小庵庞学卿《珍珠塔》 

十一时一刻至十二时 朗照明扬州评话《宏碧缘》[3] 

                                                        
3[1]胡延龄:《松庐闲笔》，《新世界》2版,1923年 9月 15日。 

[2]〔清〕李斗著、许建中注评:《扬州画舫录》,凤凰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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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告白内容来看,“上海无线电台”播放曲艺类节目通常是在深夜,正是劳碌一天的听众休息闲聊之时,电台是他们了解外

界、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之一。张少夫《飞龙传》紧排在时政新闻唱片之后,这样设置是为了不挤压电台播放时政新闻等重要节

目的时间。在穿插弹词《珍珠塔》之后,又续接朗照明扬州评话《宏碧缘》，足见电台对扬州评话的青睐。1934 年 11 月 2 日和

11 月 13 日，沪上“上海无线电每日节目”又连续播放了张少夫、郎照明先生的扬州评话节目[4],并同样在该日《申报》上刊发

告白，告诸同好。 

需要指出的是涨少夫《飞龙传》、郎照明《宏碧缘》等剧目，是由电台事先录音而后向沪上爱好人士播放。首位在沪上实地

演播扬州评话的，是名家王少堂。其实在王少堂登台实地讲演《水浒传》之前，“上海无线电台”“中西电台”“大中华”等

电台曾陆续播出过其讲演的《水浒传》录音[5]，“已获得一般听众之赞许”。由于上海此前从未设置过扬州评话书场，少堂先生

受邀在电台录播《水浒》只是“探路”，其真正的目的，是“将扬州评话的艺术真正带到上海去”，并且抱有携艺闯上海的赤

诚之心:“行艺不能怕挤轧，越是新鲜玩意多的地方，我偏要挤进去打场子，我避它的长，扬我独有的东西”，让扬州评话在全

国最大的文化中心“站稳脚跟”[6]4。从 1935年 7月起，王曾多次登台献技，为沪上诸公奉献了书场的扬州评话魅力。1935年 7

月 6日，《申报》刊发告白曰： 

扬州评话名家 王少堂开讲《水浒传》地点在浙江路萝春阁 

扬州评话专家王少堂君，以演讲《水浒传》得名。王君莅沪未久，已获得一般听众之赞许。惟多数听众鉴于王君一向悉由

电台播音，均以未得亲睹王君丰采为憾。最近由镇扬旅沪人士之请，特在浙江路萝春阁茶社辟一书场，敦请王君现身说法，当

蒙首肯，已于昨日开始演讲，时间定每晚八时半至十时半。按王君前在镇扬各地献技时，听众有“看戏要看梅兰芳、听书要听

王少堂”之谚语，由此可见王君艺术受人欢迎之一般（斑）矣。[1] 

因电台先录播王少堂《水浒》之故，“王派水浒”已在沪上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次实地说书，更是得到了观众极大的

赞许,并有了“看戏要看梅兰芳、听书要听王少堂”的谚语。与前述电台播放张少夫、郎照明等艺术家扬州评话节目不同的是，

王少堂实地说书时间安排在“每晚八时半至十时半”黄金时段，时长为两个小时,中间绝无穿插，听众可以直观而连贯地感受到

扬州评话的书场魅力。可以说,王少堂先生及他的“王派水浒”,在上海听众眼里,代表了扬州评话的最高水准。这同样也说明王

少堂先生欲在上海开设扬州评话书场的愿望得以实现。 

1936年 1月 17日，《申报》刊发樊松山先生开讲扬州评话《平妖传》的告白： 

特请扬州评话大家樊松山先生开讲《平妖传》 

本场座位宽适，火炉等一切设备完美,特聘扬州说书名家樊松山讲《平妖传》及《岳传》。此两部书是扬州说书鼻祖金国灿

编出，比《水浒》、《三国》诸书尤多奇趣。樊君得金氏真传，说口清妙，尤喜诙谐。每至书后加说两个滑稽笑话，以助听众余

兴。[2]5 

此番说书人樊松山，生平不详,民国年间扬州评话艺人。从其师承金国灿及其讲说《平妖传》及《岳传》等作品来看，樊氏

                                                        
4
[1]〔清〕林苏门:《干江三百吟》，广陵书社 2005年版，第 121页。 

[2]《上海电台广播节目告白》，《申报》21版,1934年 9月 27日第 22069号。 

[3]上海无线电台:《更动节目》，《申报》19版,1934年 10月 3日第 22076号。 

[4]参见《申报》23版,1934年 11月 2日第 22105号;《申报》19版,1934年 11月 13日第 22116号。 

[5]参见《申报》12版,1934年 11月 11日第 22114号;《申报》18版,1934年 11月 18日第 22121号;《申报》21版,1935年 5

月 21日第 22295号。 

[6]王筱堂口述、李真整理:《艺海苦航扬州评话“王派水浒”回忆》,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1992年版,第 66-9页。 
5[1]《扬州评话名家王少堂开讲〈水浒传〉》，《申报》13版,1935年 7月 6日第 22340号。 

[2]《特请扬州评话大家樊松山先生开讲〈平妖传〉》，《申报》21版,1926年 1月 17日第 225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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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胡延龄所云“旧派”艺术家。但樊氏评话并不一味因循传统而是融入自我独特创见，突出“奇趣”之旨；又根据观众口味，

加以“滑稽笑话”结尾，颇具幽默，因而亦获得不少观众之青睐。 

《申报》所载扬州评话沪上演播的史料集中在 1934 年到 1936 年年底之间。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时局急

转直下，“上海无线电台”“中西电台”等录播扬州评话、弹词等曲艺节目也受到了影响,曾一度停摆。自此直到抗战胜利前,

扬州评话艺人们去沪上演播、实地讲演节目的次数,已大为减少。 

三、名家纷呈:扬州评话家小传 

扬州评话在上海的录播与实地说书,除了引起沪上“迷醉之听客”的青睐与捧场外,也受到了相关理论界专业人士的关注。

《申报》载有一则关于扬州评话名家康又华、王少堂在上海说书时况的评论文章，作者署名为“老舒”,属于为数不多的“时人

评时艺”的文章： 

扬州评话家中之康又华，为著名说《三国》名家。伊为康国华之子，得呈令誉，确是家学渊源。王少堂则以说《水浒》为

人喜听。今一时瑜亮两人，康日档，王晚档，平分秋色，各拥有迷醉之听客。说书技艺，贵在交代清楚，结构呼应，尤应谨严。

穿插固为惟一，惟亦要安置恰到好处。词句亦当使有耐人寻味意，否则即感枯燥恶劣，未有不觉索然者也。而传亦属说书家必

具之要件，能号召听众不致厌倦,便算能力矣。康、王之艺，虽在伯仲之间，但可窥其功能，试言所得:《水浒》侧重社会方面，

穿插可以加多，择词不妨从俗;《三国》则较单纯，乃至一切动(作)神情，非可偏于投好，必须俗不盖雅，始克赴之。两书虽同

有含追古励今之意，说者难易，同有轩轻。今康、王合作，富有雅俗共赏之魔力，亦不无可为上海书场添一页新纪录也。[1] 

这是一则关于扬州评话名家在沪上实地演播的记录。康又华(1898-1951),原名文荃,艺名幼华、又华，江苏扬州人，民国时

期著名的扬州评话家，以讲《三国》风闻书场。从前述胡延龄文可知,扬州评话《三国》脚本最早源于同治年间李国辉，后由康

国华.、吴国良等人秉承，康又华讲《三国》,颇有乃父国华之遗风。康又华虽为扬州评话名家，但关于其人实地讲书情况的记

载绝少,这篇文章则保留了宝贵的实况资料。从文章内容看，在当时上海书场，康又华之《三国》、王少堂之《水浒》，齐名沪上，

一时瑜亮。为避免演出时间撞车,“康日档，王晚档”，这也体现出书场节目设置的合理性。两位名家的评话也各具特色,王少

堂《水浒》“侧重社会方面”，穿插较多，词句从俗;而康又华《三国》则较为“单纯”，动作神情,“必须俗不盖雅”。二人

一俗一雅，合作说书，为上海书场增添一页新纪录。 

更重要的是,老舒此篇文章,结合康又华、王少堂等名家的说书特点,进一步指出了扬州评话在创作讲演时所应具备的艺术标

准:在内容上,要“交代清楚,结构呼应,尤应谨严”;在衔接穿插方面,“亦要安置恰到好处”,不使听众觉得突兀;在脚本词句

上，要“使有耐人寻味意”,使人揣摩回味,具有深刻内涵;在艺术审美上，以“追古励今”“雅俗共赏”为艺术追求。老舒此番

建议涉及扬州评话的内容、脚本、穿插、艺术审美诸方面，见解独到精湛。老舒指出的这些创作标准，既是对扬州评话百年演

变所形成风格特质的艺术总结，亦可视作扬州评话创作讲书的重要指导例则。 

作者老舒，原名舒舍予，又号舍翁，是民国时期沪上著名的剧评家。老舒曾多方奔走,“置设书场,登发告白”[2]殆及康又华、

王少堂诸家来沪演出，又在《力报》《晶报》等沪上媒体上撰写相关文章替其宣传,为扬州评话在沪上的一系列演出做出不少努

力。 

总体而言,1934-1936 两年间，张少夫、朗照明、樊松山、康又华、王少堂等先生的评话节目先后在沪上录播或实地演出,

形式多样、精彩纷呈,也获得了广大听众的青睐和支持。这实际上是百余年来扬州评话首次远跨乡土演播沪上。此一集体式举动,

既是扬州评话在当时艺术中心的集中展示，也表露出扬州评话艺术家欲与其他艺术门类“切磋学习、扬长避短”的决心和信心。

而在电台录播扬州评话的“过电”方式，则让传统艺术与时兴技术碰撞与结合，打破了传统书场的限制，极大地拓展了扬州评

话的传播方式和范围。以王少堂、康又华为代表的艺术家们在沪上录播节目、开辟书场的积极举动，也展现了民国时期扬州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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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艺术家携艺“闯”上海，让其在人文中心“站稳脚跟”的决心。民国年间扬州评话能在国事纷繁、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下陆

续演播，也可见这种艺术形式不但有着稳固的受众市场、迷人的艺术魅力,而且有着坚韧的艺术精神。 

《申报》中还有一篇洪为法的《扬州好》，文章写于 1948 年春,中间涉及了扬州评话在当时的发展状况:“可惜现时扬州花

局甚少，已是花事阑珊,无复常年绚烂，而说《清风闸》的还有，说《飞踱子传》的已不可复得。就扬州评话界说，尤令人有老

成凋谢之感。”[3]6从这则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扬州评话界人才凋零，一些脚本剧目濒临失传,不复往昔。可见自抗日战争全面爆

发至新中国成立前,扬州评话受时局和战争影响，发展基本处于停滞期，“老成凋谢”。此间唯有王少堂等少数艺术家在挚友的

帮助下，仍在上海“大中华”“大舞台”等舞台剧院零星讲书，带领扬州评话在夹缝中艰难发展，度过荒期。 

四、结论 

《申报》所载有关民国时期扬州评话的十六则史料，始于 1925年 5月，止于 1948年 4月，跨度达 23年。通过前述回顾，

这些史料既有扬州评话史的叙述，又有新的传播方式的演播、新书场开设的记录,也有“时人评时艺”的艺术批评，内容丰富，

材料宝贵。这些关涉到扬州评话在上海书场内外的报道,是研究民国时期扬州评话演出发展的宝贵资料。通过这些史料的考梳，

可以进一步了解扬州评话在民国时期的变迁发展与显著特征： 

民国年间扬州评话的演播，打破了清代嘉道以来“东至通州、南至镇江、西至南京、北至清江”的演出地域限制，沿江而

下，演之沪上,扩展了演出渠道和范围，吸引了一批“迷醉之听客”,取得了不错的反响。民国时期扬州评话艺术家们秉持着携

艺“闯”上海的赤诚之心，将这门在江苏扬州孕育成长的地域性评话艺术，带入到空间更为广阔、艺术氛围更为浓厚的上海等

地，不但提高了其地位和影响，也为其后续复兴提供了来自异地他乡的支持动力。 

新式传播技术的革新往往是传统艺术门类得以拓展和传播的重要媒介，这在扬州评话传播过程中也得以体现。在沪上以“无

线传输”的方式录播扬州评话，标志着百年来扬州评话作为一门以书场为中心的讲演艺术,首次迈出书场之外，以“无线传输”

这种颇为“时兴”的方式进入了听众的耳朵。这不但打破了以书场为中心的传统空间限制而且极大地扩展了扬州评话在听众中

的传播和普及范围。 

总体而言，受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民国期间扬州评话的演出和发展一波三折，但这也是扬州评话名家荟萃、节目纷呈的重

要时期。影响较大的即有张少夫《飞龙传》、郎照明《宏碧缘》、樊松山《平妖传》、王少堂《水浒》、康又华《三国》等剧目，

这些不同风格、不同剧目、不同派别之间的相互交织、碰撞,在说书场上，尤其是在艺术品类众多的上海书场一时兴盛。这也为

新中国成立后扬州评话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从《申报》所载扬州评话的演出剧目看，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扬州评话的脚本新旧交织，节目众多，既有如《广陵潮》

《战地莺花录》《好青年》等新编剧目,亦有如《水浒》《三国》《平妖传》《岳传》等脍炙人口的经典剧目。老一辈艺术家在讲演

传统剧目时并不一味照本搬演，而是自有创新。如樊松山以“奇趣”擅场、加之以“滑稽笑话”结尾，王少堂《水浒》和康又

华《三国》注重评话“结构呼应”“穿插恰到好处”“词句耐人寻味”等,说明老一辈艺术家在“追古励今”“雅俗共赏”艺术

标准指导下,一直追求贴合时代，贴近大众，并为之积极改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新中国成立前,受时局影响,扬州评话发展基

本处于停滞状态。但此时仍有《清风闸》等传统经典剧目活跃于书场，亦有王少堂等少数名家带领扬州评话在夹缝中艰难发展，

度过荒期。民国年间扬州评话能在国事纷繁、内忧外患的社会大背景下陆续演播，在夹缝中得以存续，也与其自身坚韧的艺术

精神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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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舒舍予:《康又华在大中华说三国》，《力报》4版,1940年 1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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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扬州评话的发展和变迁也给当下艺术的传承带来一些启示。任何艺术都与国家的兴衰同步发展,扬州评话亦是如

此。如今我们的社会环境已远优于民国时期,艺术传播的手段和方式也更加丰富多元，在未来传承和发展扬州评话时，我们还需

向前贤艺术家们学习,以谦恭、敬畏的姿态，在脚本新编、结构穿插、讲演内容、传播手段诸方面积极创新，贴合时代，贴近听

众,传播时代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